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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结构性紧张理论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本研究探讨了知觉资源稀缺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同
时对个体冒险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 AI-员工互动化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 对来自 328 个团队 1282 份领导-员工

配对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知觉资源稀缺通过个体冒险意愿正向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AI-员工互动化调节

知觉资源稀缺对冒险意愿的正向关系。 具体地,即当 AI 与员工展现出高水平互动时,知觉资源稀缺对冒险意愿的

积极作用加强;此外,AI-员工互动化还调节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间接效应,即随着 AI
与员工互动水平的增加,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更强。 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展突

破性创造力的前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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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涉及显著性偏离企业现有实践的高度新

颖性想法,突破性创造力( radical
 

creativity)经常成

为组织形成创新能力并建构核心竞争优势的基

石[1] 。 突破性创造力是指提出与组织现有产品、流
程、服务或框架等完全不同的颠覆性想法[2] 。 由于

强调全新框架和打破常规,突破性创造力的形成同

时也是一个从 0 到 1 的过程,带有典型的非连续性

特征[3] ,结果是从事与突破性创造力相关的活动必

然伴随着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4] 。 根据风险规避

原理推断,人们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着天然的恐

惧感,因此也会刻意避免卷入与突破性创造力相关

的活动中[5] 。 但在现实中,追逐风险并且有意推动

突破性创造力活动发生的现象时有发生[6] ,这种情

况该如何解释? 从文献看,已有研究基于个体动机

等视角作过探讨[4,7] ,比如发现持高独特性追求动

机的个体因为渴望与众不同而更有可能展示具“轰

动效应”的突破性创新力结果[8] 。 但是,这些研究

大都是基于相对稳定的特征因素探讨员工主动从

事突破性创造力活动的原因,却很少揭示突破性创

造力涌现过程中“积极的”被动作用机制[2] ,比如员

工因为某些情景被动卷入冒险活动并由于主动应

对而形成高突破性创造力等。

结构性紧张理论( structural
 

strain
 

theory)指出,
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将“熟悉的”常规路径作为自

然选择,但当受到资源约束无法通过常规方式实现

其目标时,便会转向非常规途径或手段[9-10] ;也就是

说,受到某些约束的员工可能“被迫”选择非常规途

径或采取非常规手段以应对情境需求,从而推动突

破性创造力。 作为组织中不可忽视的情境约束之

一,工作资源稀缺已被证明显著影响个体工作认知

与行为[11] 。 工作资源稀缺( resource
 

scarcity) 是指

员工获取的工作资源(如时间、财务、社会支持)无

法满足其工作需求的一种状态[12] 。 在组织中,员工

经常面临多重任务要求如角色内绩效、创新绩效

等,但由于个体地位、人际关系、工作特征等原因,
有限的资源往往无法同时满足所有员工的竞争性

需要,从而引发部分员工的资源稀缺体验[13-14] 。 根

据结构性紧张理论,资源可获得性和资源需求的不

一致性将引发结构性紧张感(structural
 

strain),这种

紧张感知在没有环境线索显示可依赖常规路径实

现其目标时,将促使个体选择非常规途径并导致偏

离行为,如冒险[10,15] 。
冒险意愿(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被定义为个

体为得到不确定的收益而承担风险的意愿[16] 。 根

据结构性紧张理论,无法满足需求的资源状态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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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结构性紧张感,该紧张感会为个体带来较高压力

和焦虑,从而激发其冒险意愿并诱导其投入高风险

行为以期弥补现有资源缺陷[17] 。 另外,由知觉资源

稀缺(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引发的结构性紧张

感很大程度上还会引发个体的稀缺思维( scarcity
 

mindset),该思维通常会过多消耗个体注意力资源,
阻碍其控制能力和理性决策能力,促使其低估行为

损失并高估行为收益,从而诱发高冒险意愿[18] 。 高

冒险意愿个体有充足动力捕捉每一次机会进行创

新,以满足他们对于追求全新挑战与刺激的高需

求[19] 。 同时,伴随着高度勇敢和信心,高冒险意愿

个体总是相信自身对于结果的控制能力,从而更愿

意投入到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旨在改变现状的活

动中并推动突破性创造力的形成[2] 。 因此本研究

预测,如果员工感知到工作资源稀缺,就会展现出

更强的冒险意愿,该意愿将对突破性创造力施加积

极作用。
如上所述,突破性创造力的产生过程经常涉及

高不确定性,而理论证据则表明人们倾向于不确定

规避,因此思考如何降低与突破性创造力相关活动

的不确定性感知就变得尤为重要[20] 。 根据不确定

性管理理论(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控制感

是影响不确定性感知的重要因素[21] 。 考虑到组织

中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的合理使用

能够增强员工能力,提升控制感[22] ,本研究推测 AI
-员工互动化(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将对知觉

资源稀缺和突破性创造力关系发挥重要影响。 在

组织情境中,AI-员工互动化与 AI-员工自动化(AI-
employee

 

automation)是 AI -员工交互( AI-employee
 

interaction,即由机器参与员工工作任务的过程) 的

两种代表性模式[23] 。 不同于强调机器全权代理人

类任务,排除人类干扰的 AI-员工自动化模式,AI-
员工互动化更多强调人-机合作模式,即由机器与

人相互合作以完成任务[23] 。 文献证据表明,当 AI-
员工互动化程度高时,由 AI 提供的技术性支持更可

能提升个体行为信心及控制感,降低面临资源稀缺

员工对于冒险行为的不确定性感知,增强其冒险意

愿[24-25] 。 因此本研究推断,当 AI 与员工展现出高

水平互动时,知觉资源稀缺可能激发员工产生更强

的冒险意愿,该冒险意愿又可能进一步催化出更高

的突破性创造力。
通过结合 AI-员工交互探讨知觉资源稀缺影响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内在机制及边界条件,本研究

拟对现有研究作出如下潜在贡献:第一,搭建知觉

资源稀缺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逻辑关系。
已有关于突破性创造力的前因研究已关注到个体

动机类因素,本研究另辟蹊径,发展出情境约束视

角考察员工“被迫”卷入非常规途径并驱动突破性

创造力的过程,不仅补充了突破性创造力的前因研

究,还有助于深刻理解突破性创造力的不同发端机

制。 第二,基于结构性紧张理论和不确定性管理理

论,从不确定性感知角度探讨结构性紧张产生后效

的调节因素,丰富了结构性紧张理论的边界条件研

究。 第三,结合 AI 与员工的交互探究,AI -员工互

动化对知觉资源稀缺经由冒险意愿这一路径影响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调节机制,深化了 AI 议题在组

织领域的应用,促进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 1。

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1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1. 1　 结构性紧张理论

　 　 结构性紧张理论[10]表明,特定的社会结构对特

定的个体施加了特定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从事非

常规行为。 一般社会结构包含两个基本要素:(1)
基于文化的目标,即由社会情境定义的常规目标,
往往被赋予较高价值,如业绩通常被作为企业情境

下的员工目标;(2)规范,即获取上述目标的常规或

“合法”方式 / 途径 / 手段。 当个体接受、内化或依附

文化目标且可以倚仗常规途径实现目标时,通常会

不假思索选择该常规途径。 但当个体接受目标却

不能依赖常规途径达成目标(如无法获取充足资源

实现组织创新目标) 时,很可能卷入非常规途径以

期实现目标,因为一旦个体感知缺乏实现目标的常

规途径(即缺乏必要资源以获取目标),会产生结构

性紧张感,该紧张感可为个体带来压力并引发消极

情绪体验,促使其偏离常规轨道并采取非常规手

段[26] 。 特别地,当目标受重视程度越高时,个体投

入偏离行为以应对结构性紧张的意愿就越强。
Mainemelis[27]就利用结构性紧张理论解释了组织中

员工应对创新资源稀缺时的反应。 该学者提出,如
果创新成为某组织的焦点目标,而员工的某些创新

想法又无法得到领导的支持时,便会产生结构性紧

张感,该紧张感可能会促使员工投入创造性偏差行

为,即偏离组织规范的旨在实现创新目标的非常规

行为。
1. 2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不确定性是指个体了解到一定程度的客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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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后对情境所产生的不稳定感知,也可反映个

体对自身认知或能力的怀疑及不自信[28] 。 模糊、复
杂、不可预测、信息缺失等情境均会引发不确定性。
在组织情境中,工作变动、决策、计划、人际交往等

都会带来不确定性。 特别地,工作中的创新实施与

组织变革常被视为触发员工不确定性感知的重要

因素,因为创新与变革往往涉及未知结果[29] 。 根据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21] ,减少与自身相关的不确定性

是人类基本动机,因为该状态会触发个体消极情绪

(如焦虑、厌恶),降低个体对环境的控制感和可预

测性,促使个体产生消极认知(如感知的无能、不安

全感)并引发压力。 相反,当个体体验到较低程度

的不确定性,其行为意义就尤为显著。 对事件意

义、本质的了解和对环境的掌控能力,能够帮助人

们提升决策精确性、获得控制感,是降低不确定性

的重要因素[28] 。 因此,人们通常通过主动搜寻信

息、与他人沟通以及寻求社会支持等方式提高个人

能力、增强控制感,以减少不确定性。
1. 3　 AI-员工交互
　 　 AI 是指“系统正确解释外部数据,从这些数据

中学习,并利用这些知识通过灵活适应实现特定目

标和任务的能力” [30] 。 AI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

行各业,且已为人类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巨大改

变。 知名机构的相关统计与预测表明,800 个职业

的 2000 种工作类型中,近 60%将受到 AI 的影响;到
2033 年,47%的工作可能会被 AI 取代[31] 。 由于具

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决策精确性和学习推理

能力,AI 已被应用于组织生产并在员工工作任务

中起到关键作用,如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顾客需

求和偏好,或辅助人力资源部门执行人才引进计

划。 上述过程被视为“ AI-员工交互” ,即由机器参

与人类的任务执行过程[23] 。 鉴于 AI 的强大功能

性,AI-员工交互过程往往能够加快工作流程,增
强工作效率,优化成本效益,且释放稀缺资源,放
大人 类 认 知 能 力, 从 而 有 助 于 企 业 绩 效 的 提

升[23-24] 。 然而,对 AI 的依赖也将削弱员工技能,
降低其责任感与工作自主性,限制个体学习能力,
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32] 。 鉴于该矛盾观点,
学者们试图将 AI-员工交互过程进行细分,以更全

面、具体地理解其意义。
AI-员工交互是指由机器参与员工工作任务的

过程[23] 。 根据已有文献, AI -员工交互方式包含

“AI-员工自动化”与“ AI-员工互动化”两种模式。
AI-员工自动化即由机器替代员工的任务执行过

程,强调机器的自动化处理;AI-员工互动化即通过

机器或技术补充员工的任务执行过程,强调员工与

机器的合作[23] 。 AI-员工自动化模式的优点在于能

够排除人为干扰,增加任务过程精确性,但它也可

能使员工产生依赖,削弱其能力,弱化其技能,降低

其控制感,因此仅适用于常规与结构化任务[33] 。 相

反,AI-员工互动化则强调 AI 对员工能力的增强

(augmentation)或提升( enhancement) 而非替代,表
现为人与机器的紧密互动和能力互补[22] 。 在 AI -
员工互动化模式中,员工基于任务目标,对机器运

作结果进行解读并给予反馈,机器基于该反馈再进

一步进行完善,从而实现结果最优[23] 。 在此互动基

础上,员工拥有高主动性和控制权,并通过 AI 这一

“助手”实现自身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扩充[24-25] 。
因此,AI-员工互动化应该更有利于高复杂性工作

活动的开展,如创新活动[23] 。
1. 4　 突破性创造力
　 　 创造力,即以员工个人或群体为主体的旨在改

善组织产品、服务、工作方法或流程等有用的新颖

性想法的产生[19] 。 根据想法新颖程度的不同,可将

创造力分为渐进性创造力和突破性创造力。 渐进

性创造力是指那些对现有的方法、技术、规则或者

程序进行适当微小修改的有用想法。 突破性创造

力则指与现有的方法、技术、规则或者程序完全不

同的颠覆性想法[2] 。 突破性创造力旨在改变或打

破原有规则、框架或流程,并形成全新的机制[9] 。
因此,与突破性创造力相关的活动十分复杂,且涉

及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未知挑战,对个体动机

(如内部动机)、能力(如知识储量、知识新颖度、认
知灵活性)和风险偏好(如冒险意愿)都有着极高要

求[2,6] 。 然而,突破性创造力往往能够为企业带来

显著优于现有产品或技术的新成果[1] 。 这些新成

果不仅会引起轰动效应,提升企业知名度,还能引

发成倍数或者指数增长的企业效益,从而维持企业

的长期竞争力[4] 。 鉴于目前市场环境的动态性和

激烈竞争,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提升已经成为企业

持续追求的目标。

2　 研究假设
2. 1　 知觉资源稀缺、冒险意愿与突破性创造力
　 　 资源稀缺即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少于所需资源

的状态[13] 。 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资源稀

缺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就

广义环境而言,资源稀缺指的是个体缺乏满足其生

存的基本资源(如水、食物、医疗、钱财)或其资源积

累少于资源需求的状态,也被称为“金字塔底部”
(bottom-of-the-pyramid)状态[34] 。 就组织情境而言,
资源稀缺指的是个体从组织中获得的与工作相关

的资源(如时间、财务、社会支持)无法满足其工作

需求的状态[12] 。 一方面,有限的组织资源可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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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每位员工的工作需求,这就导致部分员工

面临暂时或长期的资源稀缺状态;另一方面,有限

的个体工作资源(如时间、财务)可能无法满足同阶

段的多任务需求,这也将触发员工的知觉资源稀

缺[13-14] 。 研究表明,知觉资源稀缺会影响个体情绪

(如抑郁、焦虑) 及认知(如压力),并塑造行为反

应[12-13] 。 根据结构性紧张理论,感知到资源稀缺的

员工可能会经历强烈的结构性紧张感,因为资源稀

缺反映了由有限资源和大量任务需求引发的矛

盾[10,14] 。 例如,现今组织总是期望员工既能有效完

成角色内任务,如实现高角色内绩效,又能较好实

现角色外目标,如实现创新,而有限的时间和财务

资源往往限制了员工同时达到上述目标的能力,这
就导致员工无法通过常规途径实现组织期望,从而

可能引发结构性紧张感[15] 。 也就是说,感知到资源

稀缺的员工可能由于无法通过合理运用资源完成

工作目标而经历强烈的结构性紧张感。 该紧张感

可能为个体带来较大压力和焦虑,并激励其采取非

常规手段以缓解该紧张感[27] ,如通过冒险行为寻求

资源并有效完成工作任务[10,15] 。
风险代表了事物结果不确定的程度[35] 。 当某

一行为的结果并不确定时,人们便感知到风险[36] 。
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规避风险,而偏好那些能够

带来确定性积极结果的行为,从而表现出风险规避

倾向[37] 。 然而,在某些因素(如人格、情境)的影响

下,个体也可能会展现出风险趋近倾向,即冒险意

愿。 冒险意愿代表了个体承担风险以获取所期望

结果的意愿,尽管该结果面临着失败的可能[37] 。 冒

险通常被看作个体面临生产性或生存性目标阻碍

时的一种适应性行为[38] 。 当个体关注目标和收益

而又缺乏有效途径时,就会选择投入冒险行为以实

现目的[39] 。 这与结构性紧张理论观点一致,即由缺

乏实现目标的常规途径而引发的结构性紧张感会

为个体带来压力并引发消极情绪,触发个体投入冒

险行为以缓解该消极体验[40] 。 Campbell 等[40] 的研

究间接证明了上述观点,他们指出,出生顺序靠后

的孩子往往会获得来自于父母更少的资源,该资源

稀缺的状态将限制其对目标的有效获取,从而引发

压力并促使该孩子采用更多的冒险行为以期调整

父母的资源分配,并让自己重新获取更多资源。 此

外,由资源稀缺引发的结构性紧张感可能触发个体

稀缺思维[17] ,即将过多注意力集中于该状态上,这
将消耗其认知资源,削弱认知功能并降低理性决策

及控制能力[18] 。 此时,个体可能会难以准确评估行
为的风险性,并倾向于高估行为的收益性[41] ,从而

展现出更强的冒险意愿。
冒险意愿较强的个体往往愿意主动承担一些

有失败可能的行为以获取积极结果,从而可能展现

出更高的突破性创造力[37,39] 。 具体来说,新想法往

往具有一定风险性,因为它代表了对现状的挑战与

干扰,其结果往往涉及较高不确定性、低预测性和

低控制性[19] 。 相比于其他类型创造力如渐进性创

造力,突破性创造力所涉及的风险更高,因为它完

全颠覆了现有规则和模式,打破了常规流程,并致

力于实现质的改变[7] 。 同时,如前所述,与突破性

创造力相关的想法和活动十分新颖且呈现出非连

续性特征,因此不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甚至影响行

为者在他人或领导心中的期望,这反过来也将增加

员工实施相关行为的风险[42] 。 此时,高冒险意愿的

个体由于追求刺激与挑战而更有勇气抓住突破性

创新的机会;另一方面,高冒险意愿的个体往往持

有足够信心,从而可能对突破性创新行为的后果持

积极态度,因此更愿意投入到与该行为相关的活动

中去[2] 。 例如,文献证据表明,高冒险意愿的个体

更愿意投入探索性行为和实验中,并且敢于作出偏

离常规操作的决定,这些行为和决定都有利于其突

破性创造力的形成[39] 。
综上,由知觉资源稀缺引发的结构性紧张会为

员工带来较大压力和焦虑,伴随着稀缺思维,员工

冒险意愿可能被提升,进而启动更多的突破性创新

行为投入,该投入将有助于突破性创造力的提升。
综合上述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 冒险意愿在知觉资源稀缺与突破性创造

力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知觉资源稀缺会通过

员工被提升的冒险意愿的作用,对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施加间接的积极影响。
2. 2　 AI-员工互动化的边界作用
　 　 现有理论证据表明,冒险行为和与突破性创造
力相关活动涉及较高不确定性[3,16] 。 而不确定性管

理理论则指出,个体总是努力降低结果不确定性以

确保行为活动的意义[20] ,也就是说,当行为结果的

不确定性越低时,个体投入该行为的意愿可能越

强。 作为现代企业的有力“助手”,AI 已成为员工信

息与技术资源获取的主要通道之一[43] ,能够帮助个

体了解与掌控情境, 并增强控制行为结果的能

力[28] 。 如前所述,AI-员工互动化程度高时人与机

器的紧密互动及相互促进,有利于员工工作能力的

提升[22] 。 能力的提升通常能够帮助个体建立信心,
进而增强其对环境的控制感,这有助于降低员工在

从事复杂性、 风险性工作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感

知[23] 。 而 AI -员工互动化程度低时,员工无法合

理、有效利用机器以增强其对自身工作能力的信

心,因而难以减少员工在从事复杂性、风险性工作

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感知[27] 。 因此,本研究推测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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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互动化可能影响知觉资源稀缺与冒险意愿之

间的关系。
具体地,当 AI 与员工展现出高互动化水平时,

由机器提供的技术性支持将成为员工强有力的辅

助,即类似于“超能力” 的存在[24] 。 这不仅会帮助

其移除时空障碍,增强行为能力,还能在精确计算

的基础上优化工作行为结果,从而可能提升员工信

心[25] 。 而且当 AI-员工互动化水平高时,由机器提

供的大量且多维信息能够增强员工对环境的掌控

感,而员工在工作活动过程中体验到的高度自主性

也将增强其对任务的掌控感[23] 。 上述信心与掌控

感十分有利于缓解面临资源稀缺员工对于冒险行

为的不确定性感知,因此增强其对行为结果的控制

感,提升其冒险意愿。 相反,如果 AI-员工互动化水

平较低,员工则无法从机器辅助中获得对自身能力

的有效补充。 该情境下感知到资源稀缺的员工对

自身工作实力持相对怀疑态度,并对行为(如冒险)
成功的可能性持更消极的评估[23] 。 同时,由于 AI-
员工互动化水平低时人类难以借助机器提升对于

任务的掌控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该情境下

的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控制度也较低[33] 。 此时,面临

资源稀缺的员工会经历较高的不确定性感知,从而

展现出相对较低的冒险意愿。
综合上述推论,提出如下假设:
H2 AI-员工互动化正向调节知觉资源稀缺与

冒险意愿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当 AI-员工互动化高

时,知觉资源稀缺对员工冒险意愿产生的积极影响

更强。
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相关假设(假设 1 和 2) ,

本研究期望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即
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间接影响员工突破性

创造力,且该间接效应的大小随着 AI-员工互动化

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具体地,本研究预测当

AI-员工互动化程度高时,员工的知觉资源稀缺可

在更大程度上通过冒险意愿的中介作用影响突破

性创造力。 这是因为当处于高 AI-员工互动化模

式时,个体由于增强的技术支持和拓宽的信息获

取渠道而展现出更强的信心和对环境与任务的掌

控感[25] 。 该信心和掌控感能够降低面临资源稀缺

的员工对于风险性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感知,从
而增强其风险承担意愿。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

下假设:
H3 AI-员工互动化正向调节知觉资源稀缺通

过冒险意愿间接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关系。
当 AI-员工互动化高时,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

愿间接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作用更强。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样本与程序
　 　 为检验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本研究利用中部某
高校的校友网络进行了被试招募,该方式能邀请不

同行业与企业的领导、员工参与调研,有利于提高

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具体来说,本研究通过校友

网络共招募了 395 个工作团队,涉及 1663 名员工。
问卷发放以团队领导和员工为对象,采取领导-员

工配对方式填答,有助于消除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
的影响[44] 。 在正式问卷调查前,研究团队向每个工
作团队的领导阐明研究目的、内容和注意事项,告
知其调研数据仅作科学研究,并向其承诺数据的保

密性。 随后研究团队依据领导提供的团队成员名

单和信息进行问卷编码,该编码不仅能够实现领导

和员工的配对,还帮助实现匿名作答,一定程度上

可以提升被试填答的真实性。 在问卷收集过程中,
每份问卷卷首再次介绍研究目的,并强调研究的保

密性与真实作答的重要性。 具体问卷包括《员工问

卷》和《团队领导问卷》。 员工填答《员工问卷》,团
队领导填答《团队领导问卷》。 问卷调研包括两个

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员工填答人口统计学信息、知
觉资源稀缺、冒险意愿、AI-员工互动化的测量。 在

第二个阶段(一个月后),团队领导填答其人口统计

学信息和下属(员工)的突破性创造力。 在《团队领

导问卷》中的下属评价部分呈现的是每位下属的编

码,而研究团队已提前将下属编码和对应下属姓名

发送给每位团队领导。
第一阶段共向 1663 位员工发放问卷, 回收

1442 份,回收率达 86. 71%。 第二阶段共向 395 位

领导发放问卷,回收 358 份,回收率达 90. 63%。 在

剔除低质量填答问卷(选项出现大篇幅重复、整页

空白、部分核心量表未完整填答、无法匹配等) 后,
得到来自 328 个团队的有效领导-员工配对问卷

1282 份。 在最终得到的 1282 份员工问卷中,男性

占比 57. 60%;平均年龄达 31. 47 岁(SD = 7. 34);平
均岗位年限达 4. 06 年( SD = 3. 84)。 教育程度方

面,大专及以下学历占比 33. 20%,本科学历占比

53. 00%,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13. 80%。
3.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全部来自国内外成熟量
表,部分量表的改编也是在严格遵照概念内涵和相

关测量的基础上,引入到本文研究情境中。 为避免

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量表后存在语义不明、表达错

误等问题,本研究采用 Brislin[45] 的翻译 -回译法
(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即所有量表均由 2
名精通中英双语的博士研究生将英文翻译成中文,
再由另外 2 名精通中英双语的博士研究生回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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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翻译、回译的差异后进行调整与修订。 各量表均

采用李克特(Likert)七点法进行测量,1 代表完全不

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
知觉资源稀缺。 该变量的测量改编自 Pitesa 和

Thau[13]开发的 5 题项量表。 原始量表主要评估组

织中的员工对于环境资源(如食物、水) 稀缺的感

知。 本研究在原始量表的基础上强调组织中工作

相关资源的稀缺性感知,由员工自评,如“我在组织

中所获得的工作资源很稀缺” “组织中并没有足够

的工作资源供所有人使用”。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 93。

冒险意愿。 量表取自 Andrews 和 Smith[36] 的 3
题项量表,典型题项包括:“我喜欢在开发新想法时

谨慎行事(反向)”“开发新想法时,我更喜欢保守地

思考(反向)”。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值为 0. 81。
突破性创造力。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Baer[46] 的

3 题项量表。 由团队领导(即员工的直接上级)进行

评价,如“该员工产生的创造性想法会淘汰当前的

工作流程(方法)、产品或服务”“该员工产生的创造

性想法会淘汰有关当前工作流程、产品或服务的专

业知识”。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

为 0. 86。
AI-员工互动化。 该量表改编自 Poushneh[47]的

量表,包括 4 个题项:“在利用 AI 工具进行工作时,
我不会完全依赖它,而是把它当成额外的支持” “在

利用 AI 工具进行工作时,我会保持独立的思考”
“在利用 AI 工具进行工作时,我注重与它的理性互

动”“在利用 AI 工具进行工作时,我不会仅仅依照

机器的指令行事”。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 75。
控制变量。 本研究对员工性别、年龄、教育程

度、岗位任期等变量进行了控制[6] 。 首先,男性和

女性在人格特质和需求上(如冒险意愿、经验开放

性、成就需求)有所差异,因此展现出不同的创新意

愿[4] ;其次,研究表明,年龄对个体冒险倾向和创造

力都有影响,这是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所呈现出

的认知和情绪能力有所差异[48] ;再者,知识多样性

往往与突破性创造力紧密相关,而教育程度往往与

个体知识多样性正相关,因为高学历者能够接触与

了解更多知识,因此高学历者往往被认为拥有更高

的突破性创造力[49] ;最后,岗位任期往往与工作经

历或个体网络中心性有关,工作经历决定个体知识

储量,而中心性决定个体知识获取程度,并可能影

响其思维发散性[5,7] 。 本研究中,性别采用类别变

量的形式进行测量,1 代表男性,0 代表女性;年龄以

年为单位计量;教育程度划分为 6 档,1 代表初中及

以下,2 代表高中或中专,3 代表大专,4 代表本科,5
代表硕士,6 代表博士;岗位任期以年为单位计量。

4　 研究结果
4.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 Mplus

 

8. 3 做验证性因子分析,以
检验关键变量(知觉资源稀缺、冒险意愿、突破性创

造力、AI-员工互动化)之间的区分效度。 如表 1 所

示,相比于涉及三因子、二因子、单因子的五个替代

模型,四因子模型拟合程度最好( χ2
(84) = 536. 315,

 

CFI= 0. 957,
 

TLI = 0. 946,
 

RMSEA = 0. 065,
 

SRMR =
0. 048),表明测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适合后续

的数据分析。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模型 因子组合 χ2 df CFI TLI RMSEA SRMR

四因子模型 RS,
 

WRT,
 

RC,
 

AEA 536. 315 84 0. 957 0. 946 0. 065 0. 048
三因子模型 RS+WRT,

 

RC,
 

AEA 1791. 882 87 0. 837 0. 803 0. 124 0. 097
三因子模型 RS,

 

WRT+RC,
 

AEA 1874. 745 87 0. 829 0. 793 0. 127 0. 109
三因子模型 RS+AEA,

 

WRT,
 

RC 2462. 567 87 0. 773 0. 725 0. 146 0. 130
二因子模型 RS+WRT,

 

RC+AEA 3285. 009 89 0. 694 0. 639 0. 167 0. 124
单因子模型 RS+WRT+RC+AEA 8213. 199 90 0. 222 0. 093 0. 265 0. 234

　 　 注:
 

RS =知觉资源稀缺;WRT =冒险意愿;RC =突破性创造力;AEA = AI-员工互动化;
 

+为两个变量组合。

4. 2　 同源方差分析
　 　 由于知觉资源稀缺、冒险意愿和 AI-员工互动

化均由员工自评,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

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将知觉资源稀缺、冒险意

愿和 AI-员工互动化的所有题项一同纳入探索性因

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数据未旋转情况下,析出的特

征值大于 1 的全部因子累计解释 70. 85%,且第一个

未旋转因子解释 34. 22%,低于 40%的临界标准,因
此推断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差问题,这为后

续分析提供了支撑。
4.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对各核心变量与控制变量作了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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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相关性分析,描述性统计的内容主要包括变

量的均值和标准差,相关性分析主要是了解各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后续分析提供一定基础。 如表

2 所示,员工知觉资源稀缺与冒险意愿( r = 0. 220,
 

p<0. 01)和突破性创造力( r = 0. 046,
 

p<0. 05)都呈

显著正相关;员工的冒险意愿与突破性创造力呈显

著正相关( r = 0. 124,
 

p<0. 01),这为后续假设检验

奠定了良好基础。 就控制变量而言,员工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岗位任期均与至少一个主要变量显

著相关,说明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是合适的。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7

1.
 

性别 0. 58 0. 49
2.

 

年龄 31. 47 7. 34 0. 120∗∗

3.
 

教育程度 3. 65 1. 00 -0. 048 -0. 273∗∗

4.
 

岗位任期 4. 06 3. 84 0. 059∗ 0. 596∗∗ -0. 240∗∗

5.
 

知觉资源稀缺 3. 75 1. 27 0. 095∗∗ -0. 017 -0. 081∗∗ 0. 001
6.

 

冒险意愿 4. 51 1. 12 0. 007 0. 088∗∗ -0. 002 0. 016 0. 220∗∗

7.
 

突破性创造力 4. 66 1. 19 -0. 022 -0. 046 0. 217∗∗ -0. 057∗ 0. 046∗ 0. 124∗∗

8.
 

AI-员工互动化 4. 62 1. 08 -0. 050 -0. 071∗∗ 0. 253∗∗ -0. 108∗∗ 0. 008 0. 144∗∗ 0. 340∗∗

　 　 注:
 

N= 1282;Mean 为平均值;SD 为标准差;∗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双尾)。

4. 4　 假设检验
　 　 由于数据的嵌套性(个体嵌套于团队),本研究

使用 Mplus
 

8. 3 做多层次路径分析( multilevel
 

path
 

analyses)以验证假设。 所有预测变量都采取了中心

化处理,以缓解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假设 1 指

出员工的冒险意愿中介知觉资源稀缺与突破性创

造力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员工性别、年龄、教育

程度、岗位任期作为控制变量,知觉资源稀缺作为

自变量,冒险意愿作为中介变量,突破性创造力作

为因变量,结果显示,知觉资源稀缺对冒险意愿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B = 0. 209,
 

SE = 0. 034,
 

p <
0. 001),冒险意愿对突破性创造力也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B= 0. 129,
 

SE = 0. 044,
 

p<0. 01)。 进一步,
运用蒙特卡洛( Monte

 

Carlo) 重复抽样 20000 次的

bootstrapping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知觉资源稀缺通过

冒险意愿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产生影响的中介效

应估计值为 0. 027(SE = 0.
 

011),95%的置信区间

[0. 009,
 

0. 049]不包括 0,支持假设 1。
假设 2 指出 AI-员工互动化调节知觉资源稀缺

对员工冒险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将员工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岗位任期作为控制变量,知觉资源稀

缺作为自变量,冒险意愿作为因变量,AI-员工互动

化作为调节变量。 结果显示见表 3,知觉资源稀缺

与 AI-员工互动化的交互项对冒险意愿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B = 0. 151,
 

SE = 0. 075,
 

p<0. 05)。 简单斜

率分析结果显示,当 AI -员工互动化水平高 ( + 1
 

SD)时,知觉资源稀缺对员工冒险意愿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B= 0. 373,
 

SE= 0. 094,
 

p<0. 001);当 AI-
员工互动化水平低( -1

 

SD)时,知觉资源稀缺并未

对员工冒险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B = 0. 042,
 

SE =

0. 083,
 

n. s. ),支持假设 2。 调节效应如图 2 所示。

图 2　 AI-员工互动化对知觉资源稀缺与冒险意愿
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and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假设 3 指出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影响员

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效应受到 AI-员工互动化的

调节。 本研究使用 R 软件进行抽样 20000 次的

bootstrapping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当 AI-
员工互动化水平高( +1

 

SD)时,知觉资源稀缺通过

冒险意愿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效应估计

值为 0. 048(SE = 0. 021),95%的置信区间[0. 014,
 

0. 092]不包括 0;当 AI-员工互动化水平低( -1
 

SD)
时,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影响员工突破性创

造力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 005(SE = 0. 011),95%
的置信区间[ -0. 017,

 

0. 032]包括 0;高低 AI-员工

互动化水平下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效应估计

值为 0. 043 ( SE = 0. 026), 95% 置信区间 [ 0. 001,
 

0. 102]不包括 0,支持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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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multilevel
 

path
 

analyse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冒险意愿 冒险意愿 突破性创造力

 

B
 

SE
 

B
 

SE B SE
控制变量:
性别 -0. 015 0. 068 -0. 015 0. 075 -0. 032 0. 080
年龄 0. 020∗∗ 0. 006 0. 020∗ 0. 006 0. 002 0. 007
教育程度 0. 021 0. 040 0. 026 0. 039 0. 259∗∗ 0. 045
岗位任期 -0. 019 0. 011 -0. 019 0. 011 -0. 005 0. 011
自变量:
知觉资源稀缺 0. 209∗∗∗ 0. 034 0. 207∗∗∗ 0. 034 0. 035 0. 030
中介变量:
冒险意愿 0. 129∗∗ 0. 044
调节变量:
AI-员工互动化 -0. 047 0. 049
交互项:
知觉资源稀缺∗

 

AI-员工互动化 0. 151∗ 0. 075
　 　 注:

 

N= 1282;B=非标准化系数;SE=标准误;∗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双尾)。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调节变量分组 中介效应估计值 SE 95%置信区间

高 AI-员工互动化( +
 

1
 

SD) 0. 048 0. 021 [0. 014,
 

0. 092]
低 AI-员工互动化( -

 

1
 

SD) 0. 005 0. 011 [ -0. 017,
 

0. 032]
组间差异 0. 043 0. 026 [0. 001,

 

0. 102]
　 　 注:

 

N= 1282;SE=标准误;∗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双尾);20000 次抽样。

4. 5　 补充分析
　 　 本研究进行补充分析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即
分析去除或部分去除控制变量后的模型结果。 数

据显示,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知觉资源稀缺
通过冒险意愿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产生影响的中
介效应仍然显著(估计值为 0. 026,95%的置信区间
= [0. 008,

 

0. 048]);AI-员工互动化对知觉资源稀

缺和员工冒险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仍显著
(B= 0. 145,

 

SE= 0. 073,
 

p<0. 05)。 当 AI-员工互动
化水平高( +1

 

SD)时,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
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 047
(SE= 0. 020),95%的置信区间[0. 013,

 

0. 092]不包

括 0;当 AI-员工互动化水平低( -1
 

SD)时,知觉资
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中
介效应估计值为 0. 006(SE = 0. 011),95%的置信区
间[ -0. 017,

 

0. 032]包括 0;高低 AI-员工互动化水

平下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效应估计值为 0. 042
(SE= 0. 026),95%置信区间[0. 001,

 

0. 100]不包括
0。 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5　 讨论
5. 1　 结论与讨论
　 　 飞速的技术发展和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推动

着企业持续发展其创新能力以更好地满足顾客需

求,从而迅速占领主导市场。 企业管理者也愈发意

识到,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突破性创新能力

才是企业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要素,因为该能力可

以增加企业适应动态环境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而

要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组织必须不断释放员工潜

能,推动其产生大量突破性创新想法,激发突破性

创造力[2] 。 突破性创造力涉及偏离现状的全新想

法,伴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一旦成功,便可

为行为者或组织带来持续性收益[42] 。 因此,企业界

与理论界一直以来都在探究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

影响因素及形成过程。 基于该背景,本研究通过总

结突破性创造力的特征及个体行为诱因,首先基于

结构性紧张理论,将注意力聚焦于工作资源稀缺这

一普遍且关键的组织情境因素上,遵循“情境约束-
结构性紧张-非常规途径 / 偏离行为”这一逻辑主线

探讨员工知觉资源稀缺是否以及如何决定其突破

性创造力;其次深入剖析知觉资源稀缺经由冒险意

愿间接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内部作用机制;再
者结合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相关论点,将不确定性

视角引入结构性紧张理论框架,挖掘 AI-员工交互

在知觉资源稀缺引发突破性创造力过程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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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最后通过整合知觉资源稀缺、冒险意愿、突破

性创造力、AI-员工互动化等变量,构建了一个知觉

资源稀缺驱动的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形成过程机制

模型,使用华中地区多家企业 1282 套领导-员工配

对样本的两阶段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三条重要

结论:
第一、知觉资源稀缺可作为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的重要情境前因。 突破性创造力由于其“颠覆性”
特点而可能成为独特性需求较高个体主动追寻的

目标[4] 。 然而,与突破性创造力相关的活动往往涉
及偏离常规的行为,这也可能成为那些不能通过常

规途径达成目标的个体的被迫之举[2] 。 本研究将

工作资源稀缺视为组织内员工缺乏常规途径实现

工作目标的关键情境之一,并基于结构性紧张理论

验证了知觉资源稀缺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独

特作用。
第二、基于结构性紧张理论,本研究发现冒险

意愿在知觉资源稀缺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关系

中起到中介作用。 由知觉资源稀缺引发的结构性

紧张感通常为个体带来压力与焦虑,且激发个体的

稀缺思维,从而可能阻碍员工的理性决策过程并激

发冒险意愿[17] 。 而冒险意愿较高的员工往往更可
能投入于与现状完全偏离的活动中,因此可能催生

更高的突破性创造力[2] 。
第三、结合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观点,本研究发

现 AI-员工互动化在知觉资源稀缺与冒险意愿间起

调节作用。 当 AI-员工互动化水平较高时,知觉资

源稀缺与冒险意愿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此外,当 AI
-员工互动化水平高时,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

愿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间接关系也越强。 研究验

证了由资源稀缺引发的结构性紧张产生积极效应

的一个边界条件,凸显了 AI 应用于组织领域的必

要性。
5. 2　 理论贡献
　 　 本研究以现代组织中普遍存在的资源稀缺现
象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

机制及边界条件,可望取得以下理论贡献。
第一,从资源稀缺这一情境因素入手,拓展了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前因研究。 证据显示,与突破

性创造力相关的活动通常展现出高失败率,且需要

大量时间、精力等的投入,因此通常情况下对于个

体而言,上述活动都不会成为他们的首选。 然而,
现实情况中却不乏突破性创造力的存在,到底是什

么因素推动个体投入于如此高风险与不确定的活

动中去呢? 以往关于个体突破性创造力的触发机

制研究大多聚焦于动机视角。 例如,为展现自身独

特性和获得大众关注,自恋的个体往往更愿意投入

于突破性创造活动中去[4] ;为满足领导期望并获取

更多资源,面临高创新期望的员工也会展现出更高

的突破性创造力。 虽然上述动机视角可被视为突

破性创造力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却并未捕捉到突

破性创造力产生的过程特质。 例如,与突破性创造

力相关的活动由于打破常规而常被视为创造性“破

坏”过程,该过程往往涉及通过非常规途径实施的

偏离行为。 而基于结构性紧张理论,情境约束可能

通过激发个体的结构性紧张感促使其投入偏离行

为[10] 。 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情境约束视角,推断出

知觉资源稀缺以作为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触发因

素,从而期望补充相关知识。
第二,通过对创造力的细分及特定类型聚焦,

深化了学界对于资源稀缺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认

识。 以往大量研究致力于考察资源稀缺对创新绩

效或创造力的影响,但尚未得出统一结论[15] 。 近期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创造力不应被视为单一分

类,而是涉及不同程度创新活动的多种类型,如突

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 学界呼吁对创造力

进行分类研究,因为不同类型创造力由于其特征、
过程和结果的差异而拥有不同前因[3] 。 基于结构
性紧张理论,本研究认为由知觉资源稀缺引发的结

构性紧张能够刺激员工采取非常规途径并投入于

偏离现有流程和实践的行为,该行为应该十分有利

于其突破性创造力的形成,因为与突破性创造力相

关的活动本就“不同寻常”。 相比之下,由于渐进性

创造力往往涉及对现有流程或产品的延续与完善,
感知到资源稀缺的员工可能出于缺乏合理途径的

原因而无法实现该过程[6] 。 因此,本研究结果有助

于拓展资源稀缺的创造性后果。
第三,结合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和结构性紧张理

论相关观点,延伸了结构性紧张效应的边界条件。
以往研究从个体自我效能、目标重要性或行为约束

等角度探讨了结构性紧张理论的应用边界,本研究

则从不确定性角度出发拓展了结构性紧张产生后

效的关键调节因素[26-27] 。 事实上,由结构性紧张触
发的非常规行动和偏离行为往往涉及较大不确定

性,该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个体行为意愿和能力,毕
竟不确定性规避是人类追求的常规目标[20] 。 本研

究结果表明,当 AI-员工互动化水平高时,由 AI 提

供的技术和信息支持能够增强员工对环境的掌控

感并提升突破性创新活动成功的可能性,从而降低

环境和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 该降低的不确定性

有助于增强感知到资源稀缺的个体投入于冒险行

为的意愿,从而促进突破性创造力的形成。 通过将

不确定性视角链接于结构性紧张,本研究推动了结

构性紧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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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过构建一个连接 AI 和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的框架,推动了信息管理和计算机学科与组织行

为学科的交叉融合。 过去几十年,AI 技术得到了飞

速发展,并被大量应用于组织情境,如人力资源管

理和组织生产过程[50] 。 由于绝对理性和精确,AI
有利于提升组织管理高效性和系统性,释放资源,
节约成本。 然而,该技术的出现也使员工自主性下

降和能力退化,不利于组织长期发展[23] 。 也就是
说,在工作中引入 AI 并不总是有益。 近期学者们愈

发注意到 AI 应用模式对其后效的影响,例如,AI -
员工自动化模式虽然有助于排除人为干扰,减少决

策偏差,增强管理决策公平性,但同时会削弱员工

探索能力并降低其责任感,因此只适用于常规化和

结构化任务情境。 而 AI-员工互动化模式强调专业

化和能动性的结合,有助于强化员工技能并增强学

习能力,因此适用于相对复杂和非结构化任务情

境,如创新活动[23] 。 基于此,本研究实证结果证明

了高 AI-员工互动化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积极作

用,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于 AI 在组织中应用的相关

知识。
5. 3　 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论对组织中突破性创造力的管理提

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 尽管理论界和企业界都已

意识到突破性创造力对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如

何推动突破性创造力的产生一直以来都是组织管

理中的难题[7] 。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组织应适度营
造并管控资源稀缺情境,创造冒险氛围,合理应用

AI 技术,强调 AI 对员工技能的增强而非替代。
第一,通过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员工感知到

的工作资源稀缺会激发其突破性创造力的产生。
这意味着组织应辩证地看待资源稀缺这一情境,并
尽可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方面,组织可通过多种

手段激发员工的知觉资源稀缺。 管理者应适当管

控员工可获得的工作资源,如设置适度的时间截

点,引发时间压力;也可营造适度的竞争氛围,触发

员工间的资源竞争,造成结构性紧张[14] 。 另一方
面,组织应对资源稀缺的作用过程进行管控,引导

积极后效。 例如,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或变革期时,
组织内的资源相对比较稀缺,这可能会增加员工的

结构性紧张感。 此时,管理者应引导员工树立坚定

信念,并与组织保持统一战线,强调创新目标,激发

员工产生更多的突破性创新成果。
第二,与先前观点一致,本研究结果表明冒险

意愿有效促进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因此建议组织营

造增强员工冒险意愿的氛围。 例如,组织可通过对

冒险行为者的经济奖励和晋升奖励以表明组织对

冒险行为的鼓励和支持,该鼓励和支持将形成组织

内的共享认知并促成组织冒险文化[16] 。
第三,组织应重视 AI 应用模式在不同任务情境

中所发挥的作用。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AI-员工互

动化模式应该十分有利于面临资源稀缺员工的突

破性创造力形成。 因此,管理者在组织内推广与引

进 AI 技术时,不仅要根据情境把控该技术的应用模

式,还要加强对员工的科学管理,关注其 AI 使用情

况及自身心理状态。 管理者要尽量避免员工对 AI
技术的过度依赖,并开发对应的考核体系与方案,
增强对员工创造力与智力提升方面的考查[43] 。
5. 4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一定贡献,
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与局限:第一,虽然在研究

设计上采用了两阶段的数据收集方式,但考虑到资

源和行为意愿的动态性,即员工感知到的资源稀缺

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从而对行为意愿产生动态

性影响,本研究在同一时点测量了员工知觉资源稀

缺和冒险意愿,以捕捉同一时点个体资源与行为意

愿的关系。 然而,该数据未将变量间的作用时间要

素予以考虑,从而无法严谨地展现变量间的因果关

系。 未来研究可利用三阶段数据收集,或使用经验

抽样法、实验法等以更精确地捕捉资源稀缺与个体

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第二,本研究聚焦于整体工作资源稀缺感知对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有利于对组织中资源稀

缺情境的整体把握。 然而,现有证据表明不同类型

资源的后效可能有所差异。 例如,诸如食物和水资

源等的稀缺往往使个体出于生存考虑而降低工作

努力;而适度的时间资源稀缺往往触发个体工作投

入和探索行为[13] 。 未来研究可对资源类型进行细

化与区分,探讨不同类型资源的稀缺感知对员工突

破性创造力的影响差异。
第三,根据已有文献证据,本研究考察了 AI-员

工互动化模式在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产生过程中的

推动作用。 然而,Raisch 和 Krakowshi[23] 提到,AI -
员工自动化和 AI-员工互动化两种模式的结合也许

才能够发挥 AI 的最大效益。 基于创造力的多阶段

模型,即将创造力的产生视为创意提出、发展等多

过程模型,未来研究可探讨 AI 的不同应用模式在创

造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 例如,在创意产

生阶段,是否可应用 AI-员工自动化模式,依赖 AI
产生大量可供选择的想法? 而在创意发展阶段,是
否应利用 AI-员工互动化模式,由人类与机器的交

互协作以进一步完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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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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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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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to
 

maintain
 

unique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
 

dynamic
 

market
 

environment.
 

Existing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ac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radical
 

creativity
 

and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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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ndividual
 

motivations
 

( e. g. ,
 

a
 

desire
 

for
 

uniqueness)
 

play
 

a
 

key
 

role
 

in
 

eliciting
 

it.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regarding
 

the
 

“positive”
 

passiv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
 

radical
 

creativity
 

emerges.
 

For
 

example,
 

employees
 

may
 

choose
 

to
 

take
 

risks
 

that
 

could
 

trigger
 

radical
 

creativity
 

under
 

certain
 

situations
 

(e. g. ,
 

situations
 

characterized
 

by
 

resource
 

scarcity) .
Based

 

on
 

structural
 

strain
 

theor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affects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I-
employee

 

augmentation.
 

First,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increases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through
 

their
 

individual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 Hypothesis
 

1).
 

Second,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on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 Hypothesis
 

2).
 

Finally,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enhances
 

the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on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via
 

a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Hypothesis
 

3).
 

Using
 

a
 

multi-source,
 

two-wave
 

field
 

survey,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was
 

tested
 

in
 

a
 

sample
 

of
 

1,282
 

employees
 

( in
 

328
 

teams)
 

from
 

various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first
 

wave,
 

the
 

survey
 

was
 

distributed
 

among
 

the
 

employees.
 

The
 

employees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ir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 i. e. ,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job
 

tenure ),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and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One
 

month
 

later,
 

the
 

second-wave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distributed
 

among
 

the
 

team
 

leaders.
 

The
 

leaders
 

then
 

provided
 

the
 

sam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s
 

employees
 

did,
 

as
 

well
 

as
 

their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Given
 

the
 

nested
 

nature
 

of
 

our
 

data
 

( i. e. ,
 

the
 

employees
 

were
 

nested
 

under
 

specific
 

teams),
 

we
 

conducted
 

multilevel
 

path
 

analyses
 

to
 

test
 

our
 

hypotheses
 

using
 

the
 

Mplus
 

software
 

(version
 

8. 3).
 

Furthermore,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direct
 

effect
 

and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roposed
 

model,
 

we
 

conducted
 

bootstrapping
 

(N = 20,000)
 

using
 

the
 

Monte
 

Carlo
 

method.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resource
 

scarcity
 

positively
 

affected
 

their
 

radical
 

creativity
 

via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Additionally,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was
 

found
 

to
 

moder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and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Particularly,
 

when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was
 

higher
 

( vs.
 

lower),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on
 

the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was
 

strengthened.
 

Finally,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moderated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and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via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Specifically,
 

when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was
 

higher
 

(vs.
 

lower),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on
 

radical
 

creativity
 

( via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was
 

enhanced.
 

This
 

study
 

has
 

several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it
 

provides
 

key
 

insights
 

into
 

the
 

motivators
 

that
 

drive
 

individual
 

radical
 

creativity.
 

Extant
 

work
 

on
 

radical
 

creativity
 

has
 

tended
 

to
 

focus
 

on
 

individual
 

motivational
 

factors,
 

but
 

we
 

adopted
 

a
 

novel
 

approach
 

by
 

developing
 

a
 

contextual
 

constraint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process
 

by
 

which
 

employees
 

are
 

“ forced”
 

to
 

take
 

risks
 

that
 

could
 

drive
 

their
 

radical
 

creativity.
 

Our
 

doing
 

so
 

provid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ecedents
 

of
 

radical
 

creativity,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ontextual
 

constraints
 

affect
 

individual
 

radical
 

creativity.
 

Second,
 

drawing
 

on
 

structural
 

strain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ies,
 

we
 

explored
 

the
 

moderator
 

of
 

structural
 

str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certainty,
 

hence
 

advanc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structural
 

strain
 

theory.
 

Third,
 

we
 

investig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I-employee
 

augmen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and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Our
 

findings
 

thus
 

broaden
 

the
 

applicability
 

of
 

AI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tudies
 

and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cross-fertilization.
In

 

summary,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a
 

key
 

factor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long-term
 

success.
 

This
 

is
 

because
 

it
 

helps
 

increase
 

their
 

flex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to
 

adapt
 

to
 

a
 

dynamic
 

environment.
 

To
 

enhance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rganizations
 

should
 

facilitate
 

the
 

release
 

of
 

the
 

employees′
 

potential,
 

thus
 

motivating
 

them
 

to
 

generate
 

a
 

variety
 

of
 

radical
 

innovative
 

ideas
 

and
 

thereby
 

stimulating
 

their
 

radical
 

creativity.
 

The
 

foundation
 

for
 

this
 

assertion
 

is
 

predicated
 

on
 

our
 

study
 

that
 

used
 

structural
 

strain
 

theor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to
 

examine
 

how
 

and
 

when
 

perceived
 

resource
 

scarcity
 

affects
 

employees′
 

radical
 

creativity.
 

Therefore,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and
 

future
 

research
 

on
 

radical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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